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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交通拥堵与空气污染等问题给我国城市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本文以成都
市为样本，通过融合滴滴出行订单数据、空气质量数据、气候信息等，采用断点回归模型和中介
变量分析，对交通拥堵与空气污染之间的交互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网约车运行规
模的增加会加剧城市的空气污染，其机制是由于车辆流动效率降低这一中介变量的作用，即交
通拥堵导致空气污染的增加．但另一方面，空气污染又会对交通拥堵产生抑制作用，而这一现
象产生的机制是由于空气污染会促使人们的出行减少，车辆需求和运行规模的减少反而使流
动效率增加．本文从人们流动性行为的视角，揭示了城市交通拥堵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复杂关
系，为这些问题的协同治理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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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以及各地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机动车保有数量的逐年增长使
得城市交通拥堵与空气污染状况日益严重． 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机动车污染
源的治理工作．机动车尾气因含有颗粒物、氮氧化
物、硫氧化物等空气污染物，经过在空气中发生的
化学反应，严重破坏大气物质平衡，已成为公认的
空气污染重要排放源之一．同时，大规模的机动车
出行会直接影响交通效率，造成交通拥堵，使机动
车无法维持匀速行驶状态，并需要频繁启停以保
障驾驶安全，从而使各种污染物排放增加［1］． 各
种研究也表明，交通拥堵会进一步加剧空气污染，

因此城市交通拥堵与空气污染之间本应该存在正
相关关系．但实际上，百度、高德发布的交通报告
中的数据显示，多数城市的交通拥堵指数与空气
质量指数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也有一些学者在研
究中发现了同样现象，因此，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
双向的影响关系．
空气污染已经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隐形杀

手”，不但严重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也对心理健
康产生巨大负面影响．面对空气污染，人们会自觉
采取各种应对手段，减少不必要的出行是最为简
单有效的防护方法，因此，空气污染可能也是影响
城市交通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关机动车出行
与空气污染之间是否存在交互影响的问题，在以
往的研究中鲜有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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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基于成都市“滴滴出行”的网约车使用
数据，并融合对应时间的空气质量数据，采用断点
回归设计和中介变量分析方法，建立多种因素之
间的统计分析模型，探讨网约车运行规模、出行效
率及空气污染三者之间的因果推断及交互影响机
制，对城市交通和空气污染的优化与治理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我国城镇化与机动车数量的快速增长，使交
通拥堵成为困扰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普遍问题．
城市的汽车数量与街道容量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机
动车的运行效率及拥堵程度［2］，城市的道路条件
在较短时期内并不会发生显著变化，道路容量会
保持稳定的水平，这使得城市的机动车运行数量
成为引起交通拥堵的关键．因此，城市机动车运行
规模的增加会直接对个体车辆运行速度产生负向
影响，甚至造成交通拥堵; 反之，限制机动车的运
行规模可以提高个体车辆的行驶速度，缓解交通
拥堵．国内外研究也表明，世界各国政府为治理城
市交通拥堵，纷纷采取机动车限购［3］、限行［4］等
管理手段以及燃油税［5］、拥堵收费［6］等税收政
策．近年来，网约车的兴起和发展丰富了居民的出
行选择，同时也增加了车辆的出行率［7］，使得大
城市的交通拥堵现象恶化［8］，但也有研究认为
网约车的出现可以减少私家车上路数量［9］． 有
关报告显示，2018 年我国网约车完成客运量约
200 亿人次，网民使用率高达 40%，刘名敏等［10］

通过数学建模和算例分析表明，网约车平台的
出现对城市道路交通带来严重的影响． 网约车
使用的增加可以直接体现居民出行需求的增
加，并反映为城市道路上机动车运行数量的增
加，因此会导致个体车辆行驶速度的降低，使得
道路的拥堵程度提高，影响出行效率，据此提出
本文的假设 1 :
假设 1 网约车运行规模的增加会负向影响

个体车辆的出行效率．
近年来，人类的社会活动对城市空气环境的

负面影响日益显著．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机动
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机动车排放对环境的污染

问题日趋严重，许多大城市的空气污染已经由燃
煤型污染转向燃煤和机动车混合型污染． 以往研
究中也表明，汽车尾气排放是城市空气污染的重
要原因之一［11，12］，道路上行驶车辆的增加会直接
导致氮氧化合物 NOx、颗粒物 PM2． 5、PM10等空气
污染物排放量的进一步增加［13，14］，造成空气污
染［15］．邵帅等［16］根据 1998 年 ～ 2012 年中国省级
的 PM2． 5浓度数据，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雾霾
污染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发现交通运输是使城
市雾霾污染加剧的重要原因． 秦蒙等［17］根据
2001 年 ～ 2013 年中国地级市的PM2．5浓度数据，
研究了城市蔓延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城市扩张及人口规模的增加均会加剧城市
的空气污染． 因此，网约车运行规模的增加，预
示着城市机动车上路量的增加以及尾气排放的增
加，可能会导致空气质量的恶化，据此提出本文的
假设 2:
假设 2 网约车运行规模的增加会加剧城市

的空气污染．
机动车上路量增加所造成的拥堵效应，会导

致个体车辆行驶速度的降低及启停次数的增加，
同时会引起 NOx、PM2．5、CO 等空气污染物排放量
的增加［18］．马丽梅等［19］采用 2001 年 ～ 2010 年中
国 31 个省市的人口加权 PM2．5浓度数据，探究交
通拥堵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交通拥
堵是雾霾污染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并且不同区域之
间存在着显著差异，特别是东部地区的交通拥堵
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作用尤为突出．胡志远等［20］在
对公交车的各种污染物排放研究中发现，其在加
速状态中的 PM2．5排放因子最高，大约是减速或怠
速行驶下的 6 倍 ～ 10 倍．汽车尾气中的主要污染
物 NOx、CO等排放因子也会随着车速的增加而减
小［21］．另一项研究表明，由于我国国民不喜欢数
字 4，在选择汽车牌照时会尽可能地避免尾号为
4，所以在北京市限号政策实施时，限号尾数为 4
也就预兆着城市道路上会有更多的行驶车辆，以
此推断出道路上机动车数量增加及造成的交通拥
堵，会加剧 NO2的排放

［14］．也有研究证实，交通限
行或限号手段在短期甚至某些特别时期，例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对城市的空气污染具有
显著的抑制作用［13，22］．因为公共交通方式的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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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的能源、空间资源最少，使得人均空气污染物
排放最低［23］，对私家车使用的负面影响可以缓解
交通拥堵及改善空气质量，因此城市轨道交通［24］

及公共交通建设［25］在各国城市中广泛践行． Mo-
hring［26］早期的研究也指出，轨道交通设施的建设
可以吸引一部分私家车驾驶者转移，从而降低城
市的空气污染． Yang 等［27］等将北京市地铁开通
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表明地铁开通后的短期时
间里可以缓解交通拥堵，使路面机动车的行驶速
度增加．若将空气污染作为一种结果考虑，机动车
运行规模和交通拥堵均会对其产生影响，具体来
说，以网约车为代表的机动车运行规模的增加会
带来空气污染问题，而对个体出行效率的负面影
响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空气污染，据此提出本文的
假设 3:
假设 3 车辆出行效率在网约车运行规模对

空气污染的影响中起中介变量的作用．
自从 2012 年政府及新闻媒体公布各地的

PM2．5数据以来，空气污染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
各国政府及民众极为重视的环境问题，以雾霾问
题尤为突出，更是给北京、成都等大中型城市居民
的生活方式及生活规律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大量研究成果表明，空气污染会严重影响人体健
康，甚至对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28 － 30］，若长期
直接接触污染物浓度较高的户外空气会显著减少
人类的寿命［31，32］，在一项基于中国 218 个城市数
据的实证研究中也表明，城市的空气污染使得医
院的就诊率明显增加［33］．空气污染具有污染物种
类多、弥漫速度快、人体直接接触等特征，不仅从
身体健康上对人类造成不利影响，还会对心理健
康产生负面作用． 最近一项关于社交媒体的研究
也表明，空气污染会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的情绪和
幸福感［34］．根据 Maddux等［35］提出的保护动机理
论(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PMT) ，在危险认知
下，人们会对不健康行为进行威胁评估，对健康行
为进行应对评估，从而判断是否产生保护动机，进
而采取保护行为．在空气污染中，人们采取保护或
应对行为的动机，源自于自身对空气污染感知风
险的评估，以及各种应对行为的效能评价，污染物
PM2．5浓度对感知风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6］，对
环境风险感知越大的人会减少出行，并且有更多
的环境行为［37］．徐戈等［38］研究中也表明，在雾霾

污染下，对雾霾感知风险越大、感知可控性越强的
群众会采取更多的防护及应对措施，其对相关防
护产品的购买意愿也越强，此外，雾霾感知风险在
环境信息与应对意愿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以往研究也提及，面对城市的空气污染威胁，人们
往往会采取减少室外活动、减少外出、减少开窗时
间等应对措施［39 － 42］． 郑思齐等［43］以雾霾污染严
重的北京市为例，使用大众点评网站的数据衡量
人们外出就餐的意愿，证实了城市空气中 PM2．5浓
度的增加会抑制人们外出就餐的行为． 刘铁军
等［44］在研究中发现，城市的交通拥堵与空气污染
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 0． 155．所以，如果将空气污
染看作一种影响行为的驱动性因素，人们在出行
选择中会对空气污染进行风险规避，从而避免外
出或路面交通工具的使用，其中一部分表象为网
约车的使用规模的减少，反映城市道路上的机动
车流量减少，进而提高城市的交通效率，对交通拥
堵产生缓解作用，据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4、假设 5
和假设 6:
假设 4 空气污染会对网约车运行规模产生

负面影响．
假设 5 空气污染会对个体车辆出行效率产

生正面影响．
假设 6 网约车运行规模在空气污染对车辆

出行效率的影响中起中介变量的作用．

2 研究设计

2． 1 数据来源
随着交通运输部相关法律条例的制定，网约

车行业愈加趋于合法化和规范化，由于平台技术
与服务质量以及顾客需求的不断提升，网约车市
场开始呈现出优胜劣汰的发展趋势．在 2016 年 8
月份滴滴出行并购 Uber后，滴滴出行已然成为我
国网约车行业的统领者，日均出行服务次数高达
2 500 万，其平台每日产生的海量出行数据对城市
交通与规划、人类出行行为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
重要意义．
成都市是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城市，根据《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6 ) 》报告，成都市 2016 年的
年平均人口为 1 219 万，随着经济和工业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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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交通拥堵及空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滴滴出
行“盖亚”数据开放计划旨为学术界提供真实、高
质量的滴滴特色数据集，其中成都市网约车的历
史数据为本文研究交通拥堵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
系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基于滴滴的数据开放计划，本文研究采用的

数据主要分为如下三类: 1) 2016 年 11 月成都市
网约车使用数据，具体包括载客时间及地点坐标、
卸客时间及地点坐标等，大约有 600 万条． 2 )
2016 年 11 月成都市空气质量的小时数据 ( 来自
pm2．5. in 网站收集的政府环保部门公布的数
据) ，包括 AQI，以及主要空气污染物 PM2．5、
PM10、NO2和 SO2的浓度． 在这个时间窗口中，每
天的空气质量指数均值为 120，最高 244，最低
50，其中重度污染天气分别有两天，空气质量为
优的天气也分别有两天，轻度污染以上的天数
占16 天． 3 ) 2016 年 11 月成都市气象信息的小
时数据( 收集自 weather underground网站) ，包括
空气温度、湿度、风力等级、风向和天气等． 由于
时间窗口只有一个月，气候条件、城市基础设施

和居民社会活动的变化幅度不大，这些自然条
件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一个以空气污染状况变化
为主的观测环境，使其可以应用“准自然”实验
的分析方法．
2． 2 重要变量定义
基于对原始数据的融合及预处理，本文采用

的重要变量的定义及计算方法如下:
定义 1 出行效率: 在一次网约车出行服务

中，乘客由载客点被运送至卸客点，本文将起讫点
间的空间直线距离定义为出行的位移距离，这个距
离与运载时间的比值定义为出行效率 E( km/h) ，
理论上，出行效率的数值低于行驶的平均速度．但
由于它们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 部分数据显
示，r = 0． 936 8，p ＜ 0． 001 ) ，因此本项研究中采用
式( 1) 的出行效率来简化实际平均速度的计算．
另外，因为地理距离会受高维空间的稀疏性影响，
本文使用 Haversine 方法计算任意地点坐标之间
的实地距离，如式( 2)

E =
D( p1，p2 )
t2 － t1

( 1)

D( p1，p2 ) = 2arc sin sin2 (
lat1 － lat2

2 ) + cos( lat1 ) cos( lat2 ) sin
2 (

lng1 － lng2

2槡( )) × Ｒ ( 2)

其中 p1 和 p2 分别代表载客点和卸客点; t1 和 t2 分
别代表载客时间和卸客时间; D( p1，p2 ) 代表起讫
点间的位移距离; Ｒ代表地球半径．
定义 2 网约车的运行规模:定义运行规模 S

为在一个时间窗口 w 覆盖区间城市中网约车的
总体使用频次，用它来间接反映该时段城市居民
外出意愿的强弱及城市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规模
大小．据统计，网约车的平均运载时间为 1 260 s
( 21 min) ，标准差为 761 s( 13 min) ，故本文的时
间窗口 w 设定为载客时间前后各 30 min，如式
( 3) ，其中 tj1 是出行 j的载客时间

Si = ∑
N

j = 1
w( tj1，t

i
1 ) ( 3)

w( tj1，t
i
1) =

1，if tj1≥ti1 －1 800 and tj1≤ti1 +1 800

0，{ else
( 4)

数据计算示例: 假设某网约车出行 i的载客时
间为 8: 26: 12am，根据定义 2，选择的时间窗口 w
为［7: 56: 12am，8: 56: 12am］;计算当天载客时间
位于窗口 w( 即 tj∈w) 的出行数据的样本量 n( 如

ni = 9 788) ，作为数据 i的网约车运行规模．
定义 3 空气质量指标: 成都市范围存在有

7个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站，分别位于金泉两河、十
里店、三瓦窑、沙河铺、梁家巷、君平街和灵岩寺( 三
环以外) ，如图 1 所示．因为气体具有流动性和扩

图 1 成都市空气监测站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air monitoring stations in Cheng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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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性，风力及风向都会影响其扩散速度与方向，空气
污染物的迁移扩散可以近似为随机游走［45］，任一位
置的空气质量指标可以参照多个监测站的数据来估
计．假设待测地点与某个监测站点的距离越小，数值
与其越加接近，本文采用距离倒数加权方法来估计
载客点及卸客点的空气质量指标 AQ，如式( 5)

AQ( p1 ) =
∑
7

k = 1
AQk × ( 1 /D( p1，qk ) )

∑
7

k = 1
( 1 /D( p1，qk ) )

，

AQ( p2 ) =
∑
7

k = 1
AQk × ( 1 /D( p2，qk ) )

∑
7

k = 1
( 1 /D( p2，qk ) )

( 5)

AQ =
AQ( p1 ) + AQ( p2 )

2 ( 6)

其中 AQ( p1 ) 和 AQ( p2 ) 分别是网约车出行中载
客点及卸客点的空气质量指标，包括 AQI，以及
PM2． 5、PM10、NO2 和 SO2 等空气污染物的浓度; AQ
是起讫点间的指标均值，以反映出行 i 对应的空
气质量; AQk 代表监测站 k 在具体时刻的数据;
D( p1，qk ) 和 D( p2，qk ) 分别代表载客点及卸客点
与监测站 k之间的实地距离．将出行 i载客前一时

刻的数据代入公式，可近似得到出行 i 发生之前
的空气质量指标; 若将出行 i 卸客后一时刻的数
据代入公式，可近似得到出行 i 结束之后的空气
质量指标．
2． 3 样本描述性统计
表 1 是本文所使用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剔除

极端离群数据及存在缺失值的数据后，还剩余
5 308 364个观测样本．网约车的出行距离均值为
5． 8 km，可见居民倾向于在中短距离的出行中选
择网约车方式; 在 60 min 的时间窗口中，网约车
的运行规模均值为 10 438 次;网约车的出行效率
的均值为 17． 41 km /h，与其他研究中的数值相
当［2，46］; AQI均值在 120 附近，整体处于中轻度空
气污染水平．
图 2 是样本数据中各项指标在成都市范围内

的分布情况，基本上呈放射状的环形格局．成都市
具有显著的城市中心体系，城市中心处因其具有
高密度的商业中心及各类功能性场所，吸引交通
工具将大量的人口运输至此，不论机动车流量还
是人流量均远远高于城市外围区域．因此，与城市
中心距离越接近的地区，网约车的出行频率越高、
出行距离越短、出行效率越低，因汽车尾气引起的
空气污染更加严重．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el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字段 中位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出行效率 / ( km /h) 16． 256 17． 419 6． 867 2． 001 69． 998

网约车的运行规模 / ( 次 /h) 11 234 10 438． 060 2 876． 541 635. 000 14 682. 000

出行距离 / ( km) 5 011． 724 5 815． 723 3 547． 777 1 000． 004 34 152． 900

载客点与城市中心间的距离 / ( km) 4 125． 786 4 602． 726 2 896． 833 2． 687 20 964． 540

卸客点与城市中心间的距离 / ( km) 4 071． 701 4 635． 561 2 978． 277 11． 452 20 918． 280

出行之前 AQI指数 108． 730 119． 069 56． 731 14． 683 326． 178

出行之前 PM2．5浓度 / ( μg /m3 ) 78． 291 86． 247 48． 373 5． 844 276． 211

出行之前 PM10浓度 / ( μg /m3 ) 134． 512 146． 375 73． 699 13． 231 393． 095

出行之前 SO2浓度 / ( μg / m3 ) 14． 899 16． 634 7． 235 4． 227 120． 585

出行之前 NO2浓度 / ( μg /m3 ) 63． 855 68． 504 24． 251 7． 756 184． 005

出行之后 AQI指数 109． 023 119． 312 56． 505 14． 581 326． 178

出行之后 PM2．5浓度 / ( μg /m3 ) 78． 349 86． 361 48． 205 5． 687 276． 211

出行之后 PM10浓度 / ( μg /m3 ) 135． 187 146． 880 73． 382 13． 018 393． 095

出行之后 SO2浓度 / ( μg /m3 ) 14． 714 16． 478 7． 182 4． 366 119． 619

出行之后 NO2浓度 / ( μg /m3 ) 65． 191 69． 551 24． 424 8． 07 188． 191

注: 样本容量 Obs = 5 308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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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出行频率分布
( a) Distribution of mobility frequency

( b) 出行距离分布
( b) Distribution of mobility distance

( c) 出行效率分布
( c) Distribution of mobility efficiency

( d) AQI指数分布
( d) Distribution of AQI

图 2 样本数据各种指标在成都市的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sample data indexes in Chengdu

3 模型设定

3． 1 因果推断模型
探究城市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之间的因果关

系是本文的主要目标，为克服参数估计产生的内
生性问题，本文拟使用断点回归设计 ( ＲDD) 方
法，这是一种在非实验的条件下检验处理效应的
随机“准自然”实验方法，另外，现有研究中使用
的 ＲDD大多是对单个断点的讨论，少数国内外文
献涉及多个阈值的断点回归分析［47 － 50］，即在多个
断点附近划分数据并综合评估． 断点回归设计的
思想为，找到一个或多个阈值，当执行变量大于阈

值时，认为个体接受处理，作为实验组; 当执行变
量小于阈值时，认为个体未接受处理，作为控制
组，以此来反映个体在执行变量接受处理前后的
差异，尤其在变量连续的情况下，断点阈值附近样
本之间的差异可以很好地推断执行变量和结果变
量之间的因果联系，故本文主要使用断点回归方
法验证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首先，本文推测网约车运行规模的增加所反

映的机动车上路量的增加会导致个体车辆流动效
率的降低．出租车轨迹数据可以用于测量及反映
城市居民的出行特征，网约车作为传统出租车产
业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其运行规模同样具有明
显的时间演变规律( 如图 3) ，且在每日的工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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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8am ～ 8pm，同时存在出行高峰现象) 和非工
作时段( 8pm ～次日 8am) 存在显著差异，这与居
民的生活作息规律和社会活动相当符合，和以往
研究中的趋势相一致［51 － 53］． 另外，网约车运行规
模和出行效率呈明显的反向变化趋势( 如图 3 ) ，
数值上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 r = － 0． 367，p ＜
0. 001) ，交通拥堵时由于有限道路容量下机动车
运行数量增加，城市道路车辆比率过低和车辆密
度过高所导致的．所以，本文假设网约车运行规模
的增加可以反映如下两个事实，其一是直接代表
人们对网约车服务使用的增加，其二是间接反映
居民出行意愿和出行需求增强所导致的机动车上
路量的增加．

图 3 网约车运行规模与出行效率的时间规律

Fig． 3 The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ffic flow and

mobility efficiency

因为日间 ( 8am ～ 8pm ) 和夜间 ( 8pm ～ 次日
8am) 时段的数据在网约车运行规模上存在显著
差异，本文以时间为标准，将数据划分为日间出行
和夜间出行两类．运行规模是连续整型数值，分别
计算日间和夜间时段的运行规模均值 S1和 S2，将
两者的平均值 C 作为断点，即假设数据的运行规
模 S在断点 C 处，个体是夜间出行到日间出行的
处理概率由 a跳跃到 b．因此，采用以日间和夜间
出行为界限的模糊断点回归策略( Fuzzy ＲD) ，执
行变量是网约车的运行规模，处理变量为是否为
日间时段的出行．
首先，定义被解释变量 E，代表网约车方式的

出行效率，反映了城市路面交通的拥堵程度，同时

定义处理变量 daytime，代表是否为日间时段的出
行．当 daytimei = 1 时，个体的出行处于日间时段;
daytimei = 0 则代表个体的出行处于夜间时段，故
提出解释网约车运行规模和出行效率之间因果关
系的 FＲD模型 1

Ei = β0 + β1daytimei + f( Si － C) + γXi + εi

( 7)
其中 Si 为执行变量，Si － C 定义为实际运行规模
与设定断点之间的距离，f( Si － C) 是运行规模距
离的多项式函数． 为了准确估计出式( 7) 中的参
数，需要考虑运行规模条件和实际是否为日间出
行之间的相关关系，故给出第一阶段方程

daytimei =α0 +α1Di +f( Si －C) + δXi + εi ( 8)
其中 Di 为处置变量，Di = 1{ Si － C≥ 0} ; f( Si －

Cj ) 是执行变量的一个多项式函数，Gelman 等
［54］

推荐执行变量的多项式应尽量采用局部线性或二
次形式; Xi代表模型的前定控制变量，主要是出行
距离;系数 β1解释了运行规模断点附近是否为日
间出行对出行效率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系数 α1

解释了运行规模断点附近对是否为日间出行的影
响，式( 7) 和式( 8) 共同构成 FＲD 模型，可以采用
参数 2SLS估计［55］．
断点回归之所以能够克服遗漏变量、解决内

生性问题，是因为假设在断点附近范围内的样本
是随机产生的，如果存在样本操纵，可能会对模型
参数产生估计偏误． 对此，本文使用 McCrary 方
法［56］对执行变量进行断点处的连续性检验，其基
本步骤是将断点附近的样本分配到不同的等宽箱
体内，然后通过计算各个箱体的概率密度，检验断
点前后箱体的概率密度是否具有显著性地“跳
跃”．另外，如果 ＲD是有效的，那么运行规模在断
点前后不应该对个体的其它控制因素的影响存在
差异［57］，故采用式 ( 9 ) 检验前定变量的连续性，
将前定控制变量作为运行规模变量的被解释变
量，若检验结果显著 ( 即在断点处不连续) ，该前
定控制变量应该从 ＲD模型中剔除

Zi = θ0 + θ1Di + f( Si － C) + εi ( 9)
进一步地，可以将空气污染看做交通行为造

成的一种后果．空气污染受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除城市机动车交通排放外，还有社会经济活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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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气象变化等复杂因素的影响，研究数据的时间
跨度仅为 1 个月，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活动
的变化较小，所以昼夜的气象条件差异对空气质
量影响较大，不宜将数据划分为日间和夜间时段
进行研究．经数据统计，可以发现运行规模在工作
日和周末的早高峰( 8am ～10am) 时段存在显著性
差异，与居民的出行规律一致．因此，选取早高峰
时段的数据片段，将数据划分为工作日和周末日
两类，减弱了经济活动、气象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同时，计算各组中运行规模的均值以确定断点 C．
为验证网约车运行规模对出行后空气质量具有显
著影响，用出行后 AQI指数替换 FＲD模型 1 中的
出行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同时定义处理变量
weekday，代表是否为工作日的出行，得到 FＲD 模
型 2，如式( 10) 和式( 11)

AQI2i = β0 +β1weekdayi +f( Si －C) +γXi +εi ( 10)
weekdayi =α0 +α1Di +f( Si －C) + δXi + εi ( 11)

其中 AQI2i 代表网约车出行 i 结束之后的 AQI 指
数;系数 β1解释了运行规模断点附近高峰出行对
空气污染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系数 α1解释了运
行规模断点附近对是否为工作日出行的影响． 同
理，分别使用 McCrary方法和式( 9) 检验执行变量
和前定控制变量在断点处的连续性．
若转变研究视角，将空气污染看成影响居民

行为一种原因，其可能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影
响，当空气污染危害存在时，城市居民会采取例如
减少出行等各种应对手段使自己免受负面影响．
为验证空气污染会抑制人们外出，对网约车运行
规模产生的影响，同样采用 ＲD方法分析．众所周
知，AQI 指数可以直接反映空气污染的程度，从
优、良、轻度污染到中度污染等等，存在多个阈值
( 即断点) ，并且 AQI指数在断点前后对空气质量
级别的改变是确定性的，所以采取多个阈值的确
定断点回归 ( Multi-thresholds Sharp ＲD ) 更为合
理，参考席鹏辉等［48］等研究空气污染对地方投保
影响时的多断点回归处理方式，若存在 n个断点，
则以各相邻断点之间的均值进行样本划分，若 Cj

代表第 j个断点，那么在 Cj附近的对照组( 断点左

侧) 中执行变量的取值范围是(
Cj－1 + Cj

2 ，Cj ) ，处

理组( 断点右侧) 中执行变量的取值范围是( Cj ，
Cj + Cj+1

2 ) ，故本文建立 MSＲD 模型 3 － 1，如式

( 12)

Si = α0 + α1Di + f( AQI1i － Cj ) +

λXi + δi + ξi + εi

( 12)

其中 Si 代表出行 i 对应时段内网约车的运行规

模; AQI1i 代表出行 i开始之前的AQI指数; Di为处

置变量，Di = 1{ AQI1i － Cj ＞ 0} ; f( AQI1i － Cj ) 是执
行变量的一个多项式函数; 因居民的出行行为具
有周期性的时间规律，需要固定时间效应 δi ; ξi 为
断点固定效应，在总体断点回归中控制各个断点
之间的影响差异．
式( 12) 中的估计系数 α 1反映当空气污染程

度提高一个级别时，对网约车运行规模的影响，是
考虑了各个 AQI断点处影响的综合断点效应．为
了更好地横向比较不同的空气污染水平变化对运
行规模的影响，有必要估计出各个断点处的断点
效应．为此，采取与席鹏辉等［48］相同的做法，构建

虚拟变量 Aj，当 AQI1i ∈ (
Cj－1 + Cj

2 ，
Cj + Cj+1

2 ］时，

Aj 为 1，否则为 0，据此建立 MSＲD 模型 3 － 2，如
式( 13) ．其中，系数 β j代表第 j 个断点处，因空气
污染程度的提高对网约车运行规模( 也反映乘客
的出行意愿和路面交通方式的使用率) 的影响

Si = β0 +∑
n

j =1
{ βjDi ×Aj + f( AQI1i － Cj ) ×Aj} +

λXi + δi + εi ( 13)
为保证多确定断点回归模型的有效性，依然使用
McCrary方法检验执行变量在各断点处的连续
性，并可以使用式( 14 ) 检验前定控制变量在各断
点处的连续性

Zi = α0 + α1Di + f( AQI1i － Cj ) +
δi + ξi + εi ( 14)

3． 2 交互影响分析模型
中介变量是联系两个观测变量之间关系的纽

带，意味着一种内部机制．引入中介变量可以在因
果推断中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机制，有
更好地解释在网约车运行规模、出行效率以及空
气污染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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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运行规模与空气污染的关系模型
Fig． 4 Ｒelationship model of traffic flow and air pollution

图 5 空气污染与出行效率的关系模型
Fig． 5 Ｒelationship model of air pollution and mobility efficiency

根据本文提出的假设，分别建立如图 4 和图
5 所示的概念模型． 在图 4 所示的运行规模与空
气污染的关系模型中，空气污染受到以下路径方
式的影响:①网约车运行规模对空气污染产生直
接影响;②网约车运行规模对个体出行效率产生
直接影响，交通拥堵又会直接影响到车辆的尾气
排放，因此出行效率在运行规模和空气污染之间
起到中介变量的作用． 为验证这种影响的路径关
系，进一步证实假设 1 ～假设 3，建立回归模型 4，
其设定如下

AQ2
i = α + βVi + cSi + εi ( 15a)

Ei = α + βVi + aSi + εi ( 15b)

AQ2
i = α + βVi + c'Si + bEi + εi ( 15c)

其中 AQ2
i 是出行 i 结束之后的空气质量指标，包

括 AQI指数，以及城市空气中 PM2． 5、PM10、NO2和
SO2 的浓度; Si是出行 i对应时段内网约车的运行

规模( 103次 /h) ; Ei是网约车出行 i 的出行效率，
直接反映车辆行驶速度的快慢及道路拥堵程度;
Vi是一组控制变量，包括出行 i 开始之前空气质

量指标( 与 AQ2
i 的选择一致) 、出行 i 的位移距离

( km) 、载客点与城市中心间的距离( km) 、卸客点
和城市中心间的距离( km) 、空气温度、空气湿度、
风力等级，以及天气状态的虚拟变量 ( 阴、多云、
下雨和晴) 、载客点方位的虚拟变量( 城东、城南、
城西和城北) 和卸客点方位的虚拟变量( 城东、城
南、城西和城北) ．
另外，在图 5 所示的空气污染与出行效率的

关系模型中，出行效率受到以下路径方式的影响:
①空气污染对个体出行效率产生直接影响; ②空

气污染抑制人们的外出行为，对网约车运行规模
产生直接影响，网约车运行规模又会显著地影响
个体出行效率，所以运行规模在空气污染和出行
效率之间起到中介变量的作用． 为验证这种影响
的路径关系，进一步证实假设 4 ～假设 6，建立回
归模型 5，其设定如下

Ei = α + βVi + cAQ1
i + εi ( 16a)

Si = α + βVi + aAQ1
i + εi ( 16b)

Ei = α + βVi + c'AQ1
i + bSi + εi ( 16c)

其中 Ei是网约车出行 i的出行效率; AQ1
i 是出行 i

开始之前的空气质量指标; Si是出行 i对应时段内
网约车的运行规模; Vi是一组控制变量，剔除空气
质量指标外，其他与模型 4 的设定相同．另外，因
居民每天的出行具有可循的时间规律，故添加时
间虚拟变量以固定时间效应，包括周末虚拟变量
和 24h的时刻虚拟变量．

4 实证结果

经过数据计算，网约车运行规模在日间时段
和夜间时段的分布近似正态，分布均值的平均数
为 9 580，故在 FＲD 模型 1 中将运行规模等于
9 580次作为断点．首先，使用 Stata软件中 DCden-
sity命令检验执行变量在断点处的连续性，报告
中断点处统计量的标准误远小于 1． 96，故可接受
运行规模的密度函数在断点处 C( S = 9 580) 处连
续的原假设．为检验不同带宽对模型估计结果的
影响，选择 200、225 和 250 这三种不同运行规模
的带宽，同时，多项式的阶数选择一阶线性和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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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2 报告了网约车运行规模对个体出行效率

的影响，即 FＲD 模型 1 的估计结果． 根据模型的
第一阶段结果，对于运行规模这一执行变量，其断
点虚拟变量 D的系数均在 0． 1%的置信水平上高
度显著，意味着在日间和夜间时段，居民的网约车
使用规模及其所反映外出需求均存在显著性差
异，且系数为正，表明在日间时段，网约车存在更
多的使用需求，间接可以推断出与夜间比较，日间
的城市道路上运行更多的机动车，如图 6 ( a) 所
示，横轴代表网约车的运行规模，纵轴代表数据为
日间出行的概率，在 S = 9 580 前后存在明显的断
点．在第二阶段回归中，被解释变量为出行效率，
运行规模是否达到预定的断点值作为日间出行的

工具变量，前定控制变量为居民的出行距离，报告
中处理变量 daytime 的系数均在 5%的水平下显
著为负，证实在日间时段，网约车的出行效率会受
到运行规模增加引起的负向影响，如图 6 ( b) 所
示，横轴依旧代表网约车的运行规模，纵轴则代表
出行效率．同时，随着带宽的增加，样本容量随之
扩大，估计效率得以提高，参数估计的标准差减
小．从不同带宽和多项式阶数选择上看，参数估计
的符号及显著性均保持一致，所以 FＲD 模型 1 的
结果是稳健的．另外，经检验，前定变量出行距离
的断点系数不显著，在断点 C 处并未发生明显的
“跳跃”．总体来说，日间出行时段所反映的网约
车运行规模的增加会负向影响个体的出行效率，
可能会引起交通拥堵的产生，假设 1 成立．

表 2 模糊断点回归模型 1 的估计结果

Tabel 2 Estimated results of FＲD model 1

变量 带宽 h( + / － 200) 带宽 h( + / － 225) 带宽 h( + / － 250)

多项式阶数 一阶 p( 1) 二阶 p( 2) 一阶 p( 1) 二阶 p( 2) 一阶 p( 1) 二阶 p( 2)

第一阶段: 运行规模对日间出行概率的影响

Di ( 运行规模 ＞ 9 580)
0． 144＊＊＊

( 0． 004 5 )

0． 152＊＊＊

( 0． 004 6)

0． 115＊＊＊

( 0． 004)

0． 123＊＊＊

( 0． 004)

0． 077＊＊＊

( 0． 004)

0． 082＊＊＊

( 0． 004)

( 运行规模 － 9 580)
－ 0． 000 4＊＊＊

( 0． 000 02)

－ 0． 000 5＊＊＊

( 0． 000 02)

－ 0． 000 28＊＊＊

( 0． 000 02)

－ 0． 000 3＊＊＊

( 0． 000 02)

－ 0． 000 05＊＊＊

( 0． 000 01)

－ 0． 000 07＊＊＊

( 0． 000 01)

( 运行规模 － 9 580) 2
0．000 001 3＊＊＊

( 0．000 000 09)

0．000 000 1＊＊＊

( 0．000 000 01)

－0．000 000 6＊＊＊

( 0．000 000 06)

出行距离( log)
0． 005＊＊

( 0． 001 8)

0． 005＊＊

( 0． 001 8)

0． 005＊＊＊

( 0． 001 7)

0． 005＊＊

( 0． 001 7)

0． 005＊＊＊

( 0． 001 6)

0． 005＊＊＊

( 0． 001 6)

第二阶段: 日间出行( IV =运行规模) 对出行效率的影响

日间出行( IV =运行规模)
－ 0． 703*

( 0． 35)

－ 0． 98＊＊

( 0． 34)

－ 0． 753*

( 0． 4)

－ 1． 019＊＊

( 0． 39)

－ 1． 07*

( 0． 54)

－ 1． 177*

( 0． 56)

( 运行规模 － 9 580)
－ 0． 001 7＊＊＊

( 0． 000 1)

－ 0． 001 6＊＊＊

( 0． 000 1)

－ 0． 0016＊＊＊

( 0． 000 1)

－ 0． 001 5＊＊＊

( 0． 000 1)

－ 0． 001 5＊＊＊

( 0． 000 1)

－ 0． 001 5＊＊＊

( 0． 000 1)

( 运行规模 － 9 580) 2
－0．000 007＊＊＊

( 0．000 001)

－0．000 004＊＊＊

( 0．000 000 1)

－0．000 001＊＊＊

( 0．000 000 6)

出行距离( log)
5．56＊＊＊

( 0．02)

5．56＊＊＊

( 0．02)

5．56＊＊＊

( 0．019)

5．56＊＊＊

( 0．019)

5．55＊＊＊

( 0．018)

5．56＊＊＊

( 0．018)

前定控制变量的连续性检验

出行距离( log)

Di (运行规模 ＞9 580)

0． 011

( 0． 006)

0． 011

( 0． 006)

－0． 002

( 0． 005 5)

0． 000 1

( 0． 006)

－0． 008 6

( 0． 005 4)

－0． 006 6

( 0． 005)

样本量 198 244 221 509 244 203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 ＊＊＊，＊＊，* 分别表示 0． 1%，1%和 5%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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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日间出行与运行规模 ( b) 出行效率与运行规模

图 6 网约车运行规模对出行效率的影响

Fig． 6 The impact of traffic flow on mobility efficiency

其次，经过数据计算，FＲD 模型 2 中将运行
规模等于 9 500 作为断点． 同样，执行变量运行
规模经过 McCrary 检验，在断点处连续． 表 3 报
告了网约车运行规模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即模
糊断点回归模型 2 的估计结果． 根据模型的第
一阶段结果，对于运行规模这一执行变量，其断
点虚拟变量 D 的系数均在 0． 1%的置信水平上
高度显著，意味着在工作日和周末时间，居民的
网约车使用规模及其所反映居民出行行为存在
显著性差异，且系数为正，表明在工作日，早间
时段内网约车存在更多的使用需求，即城市居
民的早高峰出行现象． 在第二阶段回归中，被解
释变量为空气质量指数 ( AQI) ，数值越高，代表
空气污染越严重，运行规模是否达到预定的断

点值作为工作日出行的工具变量，前定控制变
为网约车的出行距离，报告中处理变量 weekday
的系数均在 0． 1%的水平下极为显著且为正，证
实在日间时段，空气质量指数会受到运行规模
增加引起的正向影响，即空气污染的加剧． 同
时，随着带宽的增加，样本容量随之扩大，估计
效率得以提高，参数估计的标准差减小． 并且从
不同带宽和多项式阶数选择上看，参数估计的
符号及显著性均保持一致，所以 FＲD 模型 2 的
结果也是稳健的． 另外，经检验，前定变量出行
距离依旧在断点 C 处连续． 总体来说，工作日早
高峰出行时段所反映的网约车运行规模的增加
会正向影响之后城市的 AQI 指数，会造成一定
程度的空气污染，假设 2 成立．

( a) 工作日出行与运行规模 ( b) 空气质量指数与运行规模

图 7 网约车运行规模对 AQI的影响

Fig． 7 The impact of traffic flow on A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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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模糊断点回归模型 2 的估计结果

Tabel 3 Estimated results of FＲD model 2

变量 带宽 h( + / － 200) 带宽 h( + / － 225) 带宽 h( + / － 250)

多项式阶数 一阶 p( 1) 二阶 p( 2) 一阶 p( 1) 二阶 p( 2) 一阶 p( 1) 二阶 p( 2)

第一阶段: 运行规模对工作日出行概率的影响

Di (运行规模 ＞9 500)
0． 259＊＊＊

( 0． 009 3)

0． 258＊＊＊

( 0． 009 3)

0． 235＊＊＊

( 0． 008 7)

0． 234＊＊＊

( 0． 008 7)

0． 212＊＊＊

( 0． 008 3)

0． 209＊＊＊

( 0． 008 2)

(运行规模 －9 500)
－0． 001＊＊＊

( 0． 000 04)

－0． 001＊＊＊

( 0． 000 04)

－0． 000 8＊＊＊

( 0． 000 03)

－0． 000 8＊＊＊

( 0． 000 03)

－0． 000 7＊＊＊

( 0． 000 03)

－0． 000 7＊＊＊

( 0． 000 03)

(运行规模 －9 500) 2
－0． 000 002 3＊＊＊

( 0． 000 000 02)

－0． 000 000 3＊＊＊

( 0． 000 000 01)

－0． 000 000 3＊＊＊

( 0． 000 000 01)

出行距离( log)
－0． 061＊＊

( 0． 003 8)

－0． 06＊＊

( 0． 003 8)

－0． 065＊＊＊

( 0． 003 6)

－0． 063＊＊

( 0． 003 6)

－0． 068＊＊＊

( 0． 003 4)

0． 066＊＊＊

( 0． 003 4)

第二阶段: 工作日出行( IV =运行规模)对空气质量指数的影响

工作日出行( IV =运行规模)
25． 24＊＊＊

( 3． 96)

25． 63＊＊＊

( 3． 97)

43． 57＊＊＊

( 4． 01)

43． 96＊＊＊

( 4． 03)

57． 32＊＊＊

( 4． 17)

58． 58＊＊＊

( 4． 23)

(运行规模 －9 530)
0． 047＊＊＊

( 0． 002 3)

0． 044＊＊＊

( 0． 002 2)

0． 033＊＊＊

( 0． 001 8)

0． 029＊＊＊

( 0． 001 8)

0． 025＊＊＊

( 0． 001 6)

－0． 021＊＊＊

( 0． 001 5)

(运行规模 －9 530) 2
0． 000 2＊＊＊

( 0． 000 02)

0． 000 3＊＊＊

( 0． 000 02)

0． 000 3＊＊＊

( 0． 000 02)

出行距离( log)
1． 63＊＊＊

( 0． 48)

1． 59＊＊＊

( 0． 48)

2． 81＊＊＊

( 0． 47)

2． 63＊＊＊

( 0． 46)

3． 90＊＊＊

( 0． 46)

3． 76＊＊＊

( 0． 45)

前定控制变量的连续性检验

出行距离( log)

Di (运行规模 ＞9 500)

－0． 001 5

( 0． 012)

－0． 001 1

( 0． 012)

－0． 003 6

( 0． 011)

－0． 003 3

( 0． 011)

－0． 004 6

( 0． 01)

－0． 003 8

( 0． 01)

样本量 44 130 51 021 57 164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 ＊＊＊，＊＊，* 分别表示0． 1%，1%和5%的显著性水平．

表 4 是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AQI) 技术
规定( 试行) 》中对 AQI指标的分类标准［58］，AQI
值越大，表明城市空气污染的质量等级越高，空
气污染情况越严重，人们所面临的健康威胁越
强，所以 AQI 分类标准为本文空气污染断点的
确定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AQI 是一个连续型变

量，但各个阈值附近的空气污染等级都会发生
明显的“跳跃”，阈值前后 AQI 指数的略微变化
会引起空气污染程度显著且确定性的改变． 经
数据统计，对于 90%以上的数据样本，AQI 值小
于 200，故选择 50、100、150 和 200 这四个断点
构建 MSＲD模型 3．

表 4 AQI指标的分类标准

Tabel 4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of AQI

AQI 质量等级 质量状况 健康影响

0 ～ 50 一级 优 空气质量令人满意，基本无空气污染

51 ～ 100 二级 良
空气质量可接受，但某些污染物可能对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康有较弱

影响

101 ～ 150 三级 轻度污染 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健康人群出现刺激症状

151 ～ 200 四级 中度污染 进一步加剧易感人群症状，可能对健康人群心脏、呼吸系统有影响

201 ～ 300 五级 重度污染 心脏病和肺病患者症状显著加剧，运动耐受力降低，健康人群普遍出现症状

＞ 300 六级 严重污染 健康人群运动耐受力降低，有明显的强烈症状，提前出现某些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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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3 中不加入额外的前定控制变量，并选
择 4、6、8 三种不同的带宽，多项式则选择一阶和
二阶形式，以检验模型估计的稳健性．首先，经过
McCrary方法检验，执行变量 AQI 在各个断点 Cj

附近均连续．表 5 报告了模型 3 的结果，根据断点
综合效应在 0．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可以推断
出当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提高一个等级时，会对
居民的外出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直接表现
为对网约车使用的减少，此时人们会更加倾向于
选择非路面交通方式或避免不必要的出行． 各断
点处的子效应均在 0． 1%的水平上极为显著，且
综合负效应主要来自第 1 个断点、第 3 个断点和
第 4 个断点，第 2 个断点的影响系数较低，如图 8
所示，横轴代表当前的空气质量指数，纵轴则代表
之后的网约车运行规模． 当空气质量从优转为良
时，大部分易感人群开始出现安全预警，会减少外
出以避开空气污染带来的健康威胁; 当空气质量
由良转为轻度污染时，对健康人群的出行影响较
小;当城市的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从轻度污染转
为中度污染或者从中度污染转为重度污染时，对

健康人群的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等均会
具有严重的安全威胁． 从不同带宽和多项式阶数
选择上看，参数估计的符号及显著性均保持一致，
所以 MSＲD模型 3 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总体来
说，空气污染会显著地抑制居民的外出，其中一部
分表现为其对网约车出行需求的降低，对网约车
的运行规模具有负向的抑制作用，假设 4 成立．

图 8 AQI对网约车运行规模的影响

Fig． 8 The impact of AQI on traffic flow

表 5 多确定断点回归模型 3 的估计结果

Tabel 5 Estimated results of MSＲD model 3

变量 带宽 h( + / － 4) 带宽 h( + / － 6) 带宽 h( + / － 8)

多项式阶数 一阶 p( 1) 二阶 p( 2) 一阶 p( 1) 二阶 p( 2) 一阶 p( 1) 二阶 p( 2)

D( 断点综合效

应)

－ 138． 53＊＊＊

( 4． 18)

－ 142． 57＊＊＊

( 4． 19)

－ 139． 09＊＊＊

( 3． 43)

－ 142． 83＊＊＊

( 3． 44)

－ 138． 28＊＊＊

( 3)

－ 143． 69＊＊＊

( 3)

( AQI － Cj )
－ 17． 13＊＊＊

( 0． 9)

－ 15． 92＊＊＊

( 0． 9)

－ 15． 1＊＊＊

( 0． 49)

－ 14． 37＊＊＊

( 0． 5)

－ 14． 65＊＊＊

( 0． 33)

－ 13． 93＊＊＊

( 0． 33)

( AQI － Cj ) 2
－ 4． 01＊＊＊

( 0． 22)

－ 1． 39＊＊＊

( 0． 08)

－ 1． 05＊＊＊

( 0． 4)

各断点处的效应估计

D1 ( AQI = 50)
－ 273． 71＊＊＊

( 5． 06)

－ 274． 75＊＊＊

( 5． 06)

－ 248． 53＊＊＊

( 4． 08)

－ 248． 9＊＊＊

( 4． 08)

－ 224． 63＊＊＊

( 3． 52)

－ 225． 9＊＊＊

( 3． 52)

D1 ( AQI = 100)
－ 2． 71＊＊＊

( 4． 55)

－ 6． 28＊＊＊

( 4． 56)

－ 12． 9＊＊＊

( 3． 72)

－ 16． 2＊＊＊

( 3． 73)

－ 26． 59＊＊＊

( 3． 26)

－ 33＊＊＊

( 3． 27)

D1 ( AQI = 150)
－ 219． 24＊＊＊

( 5． 01)

－ 222． 87＊＊＊

( 5． 01)

－ 192． 07＊＊＊

( 4． 12)

－ 194． 36＊＊＊

( 4． 13)

－ 184． 64＊＊＊

( 3． 61)

－ 188． 33＊＊＊

( 3． 61)

D1 ( AQI = 200)
－ 193． 87＊＊＊

( 5． 2)

－ 198． 29＊＊＊

( 5． 21)

－ 211． 4＊＊＊

( 4． 31)

－ 214． 79＊＊＊

( 4． 32)

－ 216． 05＊＊＊

( 3． 79)

－ 222． 92＊＊＊

( 3． 8)

样本量 825 625 1 259 071 1 665 215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 ＊＊＊，＊＊，* 分别表示 0． 1%，1%和 5%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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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采用因果逐步回归方法［59，60］

( Causal Step Ｒegression) 对回归模型 4 和回归模
型 5 的中介变量进行检验． 模型 4 中将空气污染
看作被解释变量，式 ( 15a) 表示网约车运行规模
对空气污染影响的总效应，式 ( 15b) 表示第一阶
段影响，式( 15c) 表示第二阶段影响及直接效应．
分别对以上三个方程式的系数使用 OLS 估计，计
算结果如表 6 所示． ①网约车运行规模对个体出
行效率起显著的负向影响 ( 系数 a ＜ 0，p ＜
0. 001) ，与 FＲD 模型 1 中因果关系一致，验证假
设 1 成立．②网约车运行规模对出行结束之后的
AQI指数及污染物浓度的直接效应与总效应均表

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 系数 c' ＞ 0，c ＞ 0，p ＜
0. 001) ，与 FＲD 模型 2 中因果关系一致，验证假
设 2 成立．③出行效率对出行结束之后的 AQI 指
数及污染物浓度起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出行效率
的中介变量经检验成立，起部分中介作用，表现为
互补的中介效应［61］( a × b × c' ＞ 0)，验证假设 3 成
立．为了更加清晰且直观地展示中介变量的影响路
径，根据表 6 的结果，画出中介效应图，图 9 ( a) ～
图 9( e) 分别是空气质量指标为 AQI 指数，以及
PM2． 5、PM10、NO2和 SO2浓度时的中介效应图．其中，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影响均显著成立，且影响方
向为负;直接效应也显著成立，影响方向为正．

表 6 回归模型 4 的中介效应分析
Tabel 6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of regression model 4

污染指标
系数估计 效应

c a b c'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AQI指数 0． 171 4＊＊＊
( 0． 001 7)

－ 0． 818 7＊＊＊
( 0． 000 9)

－ 0． 020 3＊＊＊
( 0． 000 8)

0． 154 8＊＊＊
( 0． 001 8)

0． 154 8＊＊＊
( 0． 001 8)

0． 016 6＊＊＊
( 0． 000 6)

0． 171 4＊＊＊
( 0． 001 7)

PM2． 5浓度 0． 104 5＊＊＊
( 0． 001 4)

－ 0． 819 4＊＊＊
( 0． 000 9)

－ 0． 016 2＊＊＊
( 0． 000 6)

0． 091 2＊＊＊
( 0． 001 5)

0． 091 2＊＊＊
( 0． 001 5)

0． 013 3＊＊＊
( 0． 000 5)

0． 104 5＊＊＊
( 0． 001 4)

PM10浓度 0． 251 6＊＊＊
( 0． 002 2)

－ 0． 818 0＊＊＊
( 0． 001 0)

－ 0． 045 9＊＊＊
( 0． 001 0)

0． 214 1＊＊＊
( 0． 002 4)

0． 214 1＊＊＊
( 0． 002 4)

0． 037 5＊＊＊
( 0． 000 8)

0． 251 6＊＊＊
( 0． 002 2)

NO2浓度 0． 660 9＊＊＊
( 0． 001 5)

－ 0． 822 6＊＊＊
( 0． 001 0)

－ 0． 105 9＊＊＊
( 0． 000 7)

0． 573 7＊＊＊
( 0． 001 6)

0． 573 7＊＊＊
( 0． 001 6)

0． 087 1＊＊＊
( 0． 000 6)

0． 660 9＊＊＊
( 0． 001 5)

SO2浓度 0． 030 1＊＊＊
( 0． 000 5)

－ 0． 821 5＊＊＊
( 0． 001 0)

－ 0． 000 6＊＊
( 0． 000 2)

0． 029 7＊＊＊
( 0． 000 5)

0． 029 7＊＊＊
( 0． 000 5)

0． 000 5＊＊
( 0． 000 2)

0． 030 1＊＊＊
( 0． 000 5)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 ＊＊＊，＊＊，* 分别表示 0． 1%，1%和 5%的显著性水平．

( a) AQI指数
( a) AQI

( b) PM2． 5浓度
( b) Density of PM2． 5

( c) PM10浓度
( c) Density of PM10

( d) NO2浓度
( d) Density of NO2

( e) SO2浓度
( e) Density of SO2

图 9 回归模型 4 的中介效应图
Fig． 9 Mediation effect diagram of regression mode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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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5 将空气污染看作解释变量，式 ( 16a)
表示空气污染对个体车辆出行效率影响的总效
应，式( 16b) 表示第一阶段影响，式 ( 16c) 表示第
二阶段影响及直接效应． 分别对以上三个方程式
的系数使用 OLS估计，结果如表 7 所示．①除 NO2

以外，AQI指数及其余污染物浓度均对网约车运
行规模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 系数 a ＜ 0，p ＜
0. 001) ，与MSＲD模型 3 中因果关系一致，验证假
设 4 成立．②空气污染对出行效率起到显著且正
向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 ( 系数 c' ＞ 0，c ＞ 0，p ＜

0. 001) ，并且运行规模的中介效应均显著 ( p ＜
0. 001) ，起部分中介作用，验证假设 5 和假设 6
成立．同样，为了更加清晰且直观地展示中介变
量的影响路径，根据表 7 的结果，画出中介效应
图，图 10 ( a) ～图 10 ( e) 分别是空气质量指标为
AQI指数，以及 PM2．5、PM10、NO2和 SO2浓度时的
中介效应图．其中，除 NO2外，第一阶段的影响均
显著为负;第二阶段影响均显著成立，且方向为
负;空气质量指标对个体出行效率影响的直接
效应均显著为正．

表 7 回归模型 5 的中介效应分析
Tabel 7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of regression model 5

污染指标
系数估计 效应

c a b c'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AQI指数
0． 003 7＊＊＊

( 0． 000 1)

－ 0． 001 3＊＊＊

( 0． 000 01)

－ 0． 661 6＊＊＊

( 0． 002 6)

0． 002 8＊＊＊

( 0． 000 1)

0． 002 8＊＊＊

( 0． 000 1)

0． 000 9＊＊＊

( 0． 000 01)

0． 003 7＊＊＊

( 0． 000 1)

PM2． 5浓度
0． 004 5＊＊＊

( 0． 000 1)

－ 0． 001 6＊＊＊

( 0． 000 01)

－ 0． 661 5＊＊＊

( 0． 002 6)

0． 003 4＊＊＊

( 0． 000 1)

0． 003 4＊＊＊

( 0． 000 1)

0． 001 1＊＊＊

( 0． 000 01)

0． 004 5＊＊＊

( 0． 000 1)

PM10浓度
0． 002 6＊＊＊

( 0． 000 03)

－ 0． 000 9＊＊＊

( 0． 000 01)

－ 0． 662 1＊＊＊

( 0． 002 6)

0． 002 1＊＊＊

( 0． 000 04)

0． 002 1＊＊＊

( 0． 000 04)

0． 000 6＊＊＊

( 0． 000 01)

0． 002 6＊＊＊

( 0． 000 03)

NO2浓度
0． 003 8＊＊＊

( 0． 000 1)

0． 001 5＊＊＊

( 0． 000 02)

－ 0． 673 2＊＊＊

( 0． 002 6)

0． 004 9＊＊＊

( 0． 000 1)

0． 004 9＊＊＊

( 0． 000 1)

－ 0． 001 0＊＊＊

( 0． 000 01)

0． 003 8＊＊＊

( 0． 000 1)

SO2浓度
0． 016 4＊＊＊

( 0． 000 4)

－ 0． 012 0＊＊＊

( 0． 000 1)

－ 0． 664 7＊＊

( 0． 002 6)

0． 008 4＊＊＊

( 0． 000 4)

0． 008 4＊＊＊

( 0． 000 4)

0． 008 0＊＊＊

( 0． 000 1)

0． 016 4＊＊＊

( 0． 000 4)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 ＊＊＊，＊＊，* 分别表示 0． 1%，1%和 5%的显著性水平．

( a) AQI指数
( a) AQI

( b) PM2． 5浓度
( b) Density of PM2． 5

( c) PM10浓度
( c) Density of PM10

( d) NO2浓度
( d) Density of NO2

( e) SO2浓度
( e) Density of SO2

图 10 回归模型 5 的中介效应图
Fig． 10 Mediation effect diagram of regression mode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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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进步，城市交通拥堵与空气污染
已成为大中城市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难以解决
的问题之一，同时给城市居民的出行及城市发展
带来了危害与挑战． 道路上行驶的车辆超过道路
的实际容量后，造成的交通拥堵会导致个体车辆
行驶速度的骤减，浪费大量的时间及人力;当城市
中空气污染物经过累积扩散及化学反应后超过临
界负载时，对城市生态系统产生极大的破坏，造成
严重的空气污染，给居民的生命健康带来威胁，也
显著影响人们的流动和生活方式．
大量研究也表明，新兴的网约车服务在城市

中造成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车辆出行的
增加和交通拥堵，相关污染物的尾气排放会导致
空气污染． 所以，本文研究以成都市为例，使用
“滴滴出行”产生的海量网约车的个体出行数据，
来反映城市的交通状态，并融合外部空气质量数
据，每小时的细粒度数据也使得可以通过比较时
间的先后顺序，判断事件之间的因果逻辑，进而讨
论以网约车为代表的机动车出行方式和空气污染
之间的因果关系及交互影响．经证实，汽车尾气作
为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当网约车运行
规模增加所反映的机动车出行量的增加确实会加
剧空气污染的程度，对城市的空气质量产生消极
影响;同时，引起的道路交通拥堵也会提高机动车
的污染物排放水平，进一步导致空气质量的恶化，
而出行效率在网约车运行规模对空气污染的影响
中起显著的中介变量作用．因此，本文所揭示的城
市交通拥堵与空气污染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可
以帮助我们理解城市建设及管理中所采取的限
行、限号等手段，来直接或间接控制城市机动车行
驶的数量，以达到缓解交通拥堵并降低汽车尾气

的总排放的双重目的．另外，在城市的发展中，亟
需采用轨道交通、道路扩建、路网优化、路况监测
等方式引导及分散道路车流，提升机动车的运行
效率，减少交通拥堵．
另一方面，空气污染也是影响居民出行行为

和出行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严重的空气污
染使得人们的出行将面临着健康风险和交通风
险．根据保护动机理论［35］，在空气污染条件下，居
民会采取减少外出等应对手段以减轻其造成的负
面影响，因此会引起机动车出行量的减少，从而使
交通效率有所提高，缓解交通拥堵．本文的数据分
析结果也显示，除 NO2之外，城市空气中PM2．5、
PM10和 SO2浓度均会对网约车的运行规模产生显
著的负向影响，减弱人们对网约车的出行需求;同
时，空气污染物浓度也会正向影响网约车的出行
效率，网约车运行规模在两者的影响关系中起显
著的中介变量作用，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许多
城市交通拥堵指数与空气污染之间呈负相关的
关系．
综上所述，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之间并不是

一种恶性循环的单向影响关系，而是双向的交互
影响，并处于动态平衡的一种演变状态．空气污染
在某种意义上既是交通拥堵造成的结果，也是抑
制城市拥堵状态的一种原因． 本文从人们流动性
行为的视角，去理解城市空气污染与交通拥堵的
关系，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洞察．本项研
究表明，城市空气污染的治理还是要“以人为
本”，即人们对流动性的需求才是造成空气污染
和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这也是移动污染源难以
治理问题在社会和行为等方面的原因所在． 正是
在空气污染抑制城市居民的外出行为的同时，它
也在“自然”地缓解着道路拥堵，正向影响机动车
的出行效率．本项研究为今后开展城市空气污染
与交通拥堵的综合治理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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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urban traffic congestion and air pollution:
A big data analysis based on DiDi Chuxing

YUAN Yun1，XU Ge2，3* ，CHEN Xiao-hong2，4，JIA Jian-min5，6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 61003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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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usiness School，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Changsha 41020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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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Shenzhen )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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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traffic congestion and air pollution bring severe challenge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ties． Based on the merge of DiDi’s customer ordering data，air quality and climate data in Cheng-
du，we us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nd mediation variable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unban traffic congestion and air pollution．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 of urban traffic flow leads to more
air pollution，and mobility efficiency plays a mediation role in such a relation，i． e．，the reduction of mobility
efficiency or traffic congestion will increase emission and air pollution． On the other hand，air pollu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mobility efficiency which reduces traffic congestion through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traffic
flow and demand reduction under air pollution． Based on the new perspective of public mobility behavior，this
study sheds 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ffic congestion and air pollution，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vidence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jointly．
Key words: urban traffic congestion; air pollution; mobility behavior; DiDi Chuxing;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model; medi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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